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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经传对世卿阶层史事的
历史书写与解释

唐明亮

  摘要:有关世卿阶层的史事是《春秋》经传历史书写的主体,但经传对于史料的编纂与解释存在明显差异。《左

传》预设了一种对世卿之“世”与“不世”原因的解释,并在历史书写中力图通过史事之间的联系来揭示这种因果关

系;《公羊传》则是在构建历史解释时就抛弃了《左传》所提供的史料,转而通过对《春秋》叙述的模糊化解读来构建

一组信息因果链,进而提出“世卿,非礼”的历史认识。西汉以后的史家多继承了《公羊传》的历史观,在历史书写的

证据选择上,则是通过从《左传》的整体叙述中抽取部分例证来验证《公羊传》“世卿,非礼”的合理性,《左传》、《公羊

传》皆以各自预设的历史解释来完成对世卿的书写。这些书写方式上的不同,不仅反映了中国古代经学与史学在

历史解释方面的差异性,而且对于我们理解中国古代经学与史学在认识论形成路径上的差异提供了一个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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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经传历史书写的主体部分,就是对世卿阶层的史事叙述,这一点中外史家基本认同。何怀宏说:
“离开了世族,一部春秋史几乎无从说起,而抓住了世族,春秋时代的历史方由纷纭变得分明。”①日本学者吉

本道雅不仅认为“《左传》所记的具体个人,基本是世族。下层大夫与士虽然偶有出现,但原则上被视为匿名

的社会集团。至于庶人以下,索性连记载的可能也没有。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左传》的视点在世族。对下层

大夫只是出于对世族的关心才偶有言及”,而且将“世族”界定为“作为宗主的卿及上层大夫”②。《春秋》经对

世卿的记载有简略的事实而无解释,三传对世卿之史事既有记载又有解释,其中尤以《左传》、《公羊传》内容

较多,但二传在文字表达上则又各有侧重。《左传》对世卿阶层的史事叙述最为详备,其历史解释则较为隐

晦;《公羊传》对世卿相关的史事记载较少,在历史解释上却得出了与《左传》迥异的“讥世卿”的历史观,并对

后世关于中国古史的书写产生了深远影响。《公羊传》这种证据与判断相分离而产生的历史观是怎样生发并

产生影响的? 《左传》、《公羊传》两者认识差异的比较,对于认识中国古代经学、史学两种历史解释又有着怎

样的理论意义? 为回答以上两个问题,本文以“世卿”为例,略谈个人的看法,敬请方家指正!
一 《左传》:叙述客观性与预设历史解释之间的张力呈现

《左传》关于世卿阶层的叙述最为详备,既记载了春秋社会的时代特征,又阐明了个人对历史的认识。具

体来说,主要是从以下两个方面展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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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何怀宏《世袭社会及其解体: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101页。
吉本道雅《春秋国人考》,徐世虹译,刘俊文主编《日本中青年学者论中国史:上古秦汉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90页。



(一)“世”的合“礼”性
在周代社会,世袭制显然是合乎礼法的。金文中留有大量“子子孙孙万年永宝用”的记录,可证权力世袭

不仅在观念上而且在现实政治中有着很深厚的社会基础。春秋时期贵族的世袭,使得各诸侯国内形成了若

干以家族为单位的政治集团。他们拥有雄厚的实力,成为春秋社会治乱兴衰的主导因素。事实上,乱政并不

意味着贵族世袭制在春秋社会是非“礼”的;恰恰相反,世卿的世袭守土正是符合周礼的。鲁襄公二十四年,
鲁大夫叔孙穆叔对晋卿范宣子说:“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祊,世不绝祀,无国无之。”①

即便是世卿家族的一代人或几代人与国君存在尖锐的矛盾,但其家族保姓受氏依然作为周礼的一种传

统在延续。甚而对于因内乱、弑君被灭族或逃亡的家族,仍然可受再封之赏,而其再封也是直接源于国君的。
这些传统在《左传》中多有记载。比如《左传》庄公十六年:“郑伯治与于雍纠之乱者。九月,杀公子阏,刖强

钅且。公父定叔出奔卫。三年而复之,曰:‘不可使共叔无后于郑。’”②郑国之共叔段、公孙滑、公父定叔三世为

乱于郑国,然而郑厉公仍旧复立他为贵族。可见,贵族存亡继绝的传统在春秋社会仍然根深蒂固。这是因为

自周初就制定了将政治制度系于血缘关系的强有力措施,如“兄弟阋于墙,外御其务”,“大宗维翰,怀德维宁,
宗子维城,无俾城坏,无独斯畏”③等,这样沿袭下来的血缘政治观念在春秋时期一直具有强大的支配作用。

《左传》在记载周代历史传统时,往往也加入个人的评论。其评论中所蕴含的历史解释,是通过两种方式

来体现的。一是解读《春秋》书法。如《左传》宣公十一年:“乃复封陈。乡取一人焉以归,谓之夏州。故书曰

‘楚子入陈。纳公孙宁、仪行父于陈’,书有礼也。”④二是直接评论。如《左传》成公十八年:“国弱来奔。王湫

奔莱。庆封为大夫,庆佐为司寇。既,齐侯反国弱,使嗣国氏,礼也。”⑤

可见,《左传》在完成这一历史叙述时,并不是从维护君主地位和政治稳定立场出发来认识贵族世袭制的

历史意义,而是就事件所发生的具体历史背景来探讨其存续的原因,反映了春秋时期社会全体对世袭制的认

同,并且作者的历史认识也与春秋时人的认识相一致。
(二)“不世”的合“理”性
《左传》在记述周礼的传承时,也注意到了春秋时代的变革。这个变革就是有世卿亡家灭族。既然权力

世袭是合乎周礼的,且得到作者的肯定,那么对于忽焉不世之卿,作者又持怎样的态度呢?
以对晋国郤氏的记述为例。郤氏是晋国实力雄厚的世卿,及至灭亡前夕,其家在晋国已立三族,称为“三

郤”,势力不可谓不大。而且,郤缺被举用后,郤氏家族对晋国霸业也是有巨大贡献的,同时该家族也在晋国

霸业的发展中壮大起来。兹列表予以说明,见表1。
表1 郤氏家族对晋国霸业的贡献

人物 年代 事件 结果

郤缺 鲁僖公三十三年 对狄人的战争 获白狄子。晋侯“以一命命郤缺为卿,复与之冀”
郤缺 鲁文公十二年 对秦战争

郤缺 鲁文公十五年 伐蔡

郤缺 鲁宣公八年 郤缺为执政

郤克 鲁宣公十二年 邲之战 大败,郤克不为主帅

郤克 鲁宣公十七年 郤克为执政

郤克 鲁成公二年 鞍之战 败齐,郤克为中军主帅

郤克 鲁成公三年 伐啬咎如 大胜

郤至 鲁成公十六年 鄢陵之战 大胜

  五十余年间,郤氏家族共有两位执政,参加九次对外战争,在晋国的地位蒸蒸日上。鄢陵之战后,郤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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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修订本)》第4册,中华书局2016年第4版,第1199页。
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修订本)》第1册,第220页。
毛亨传、郑玄笺、孔颖达疏《毛诗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上册,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408、550页。
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修订本)》第3册,第781页。
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修订本)》第3册,第994页。



郤犨、郤至各立一族,皆为晋卿,郤氏家族在诸卿中势力最大。郤氏家族的壮大,自然与其对晋国所建立的功

勋密不可分。但是,《左传》在对这一家族作记述时,显然淡化对其功勋的描写,并不侧重于探讨其家族发展

壮大的原因,而是从多个方面揭示其家族之亡征。这一叙述是从鲁宣公十七年开始的。此年,郤献子因使齐

蒙羞而怒,意欲武力报复齐国。《左传》认为,如此恣意妄为,是灭亡之端绪,并以时人评论为证:
(宣公十七年)范武子将老,召文子曰:“燮乎! 吾闻之,喜怒以类者鲜,易者实多。《诗》曰:‘君

子如怒,乱庶遄沮。君子如祉,乱庶遄已。’君子之喜怒,以已乱也。弗已者,必益之。郤子其或者欲

已乱于齐乎。不然,余惧其益之也……”①

此后,《左传》又记载了关于郤氏将灭的数次预言:
成公十三年春,晋侯使郤锜来乞师,将事不敬。孟献子曰:“郤氏其亡乎! 礼,身之干也;敬,身

之基也。郤子无基。且先君之嗣卿也,受命以求师,将社稷是卫,而惰,弃君命也,不亡,何为?”②

(成公十五年)晋三郤害伯宗,谮而杀之,及栾弗忌。伯州犁奔楚。韩献子曰:“郤氏其不免乎!
善人,天地之纪也,而骤绝之,不亡,何待?”③

(成公十六年)晋侯使郤至献楚捷于周,与单襄公语,骤称其伐。单子语诸大夫曰:“温季其亡

乎! 位于七人之下,而求掩其上。怨之所聚,乱之本也。多怨而阶乱,何以在位?”④

在这三次预言中,时人分析郤氏灭亡的原因有三点:一是不能贯彻“礼”与“敬”;二是虐杀“善人”;三是多

怨而阶乱,即没有把握好自己在国内的地位。
《左传》对郤氏家族灭亡原因的几种解释,除了“礼”以外,还涉及到个人道德等问题,我们可以将这些原

因概括为“理”。这里所说的“理”,就是人类社会秩序得以存在延续的基本规则。《左传》认为,正是因为郤氏

之所作所为不合“理”,才导致了最终的灭亡。郤氏家族不合“理”的诸多劣迹,是否构成其灭亡的充分条件?
从春秋时代诸多事实来看,这一因果关系并非绝对的。如宋国华督杀孔父、弑殇公,亦是违礼、虐杀善人之

举,但华氏世世相传,终春秋一世皆为宋之大族;而一心为公的宋国世卿孔父,其后嗣却流亡他国。这一事

实,恰好与作者对郤氏家族灭亡的解释完全相悖。
因此,从事实来看,如何对待礼、善人等因素,与家族成败之间并没有必然联系。世卿个人做出一些违背

“理”的事来,或者说,世卿个人做出违“理”之事,只要限定在一定的程度内,并不一定导致家族的灭亡。在一

些偶发事件中,世卿违“理”与否,并不构成一个世卿家族灭亡的充分条件,但《左传》在解释郤氏家族灭亡时,
的确是有意在二者之间建立一种必然联系。美国学者Ronald

 

C.Egan在分析《左传》的叙事时就说:“像所

有优秀的历史著作一样,《左传》除了记录一系列事件之外,还揭示了事件之间的联系。虽然《左传》在叙事方

面还确实存在着许多局限性,但它一直在向读者揭示特定历史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⑤

导致郤氏灭亡的直接原因,是晋国内部的君臣矛盾以及新旧贵族势力之间的斗争。这是分封制在诸侯

国内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而郤氏的灭亡只是这种历史必然性中的偶然现象。因此,可以说,预言中

所体现出的郤氏家族灭亡的“信息因果链条”⑥,乃是作者在叙述之前即已预设的历史解释。这一结论,在
《左传》中还可以找到类似的证据。例如,对于秦穆公不复东征的原因的解释,《左传》归之于子车氏三兄弟被

殉葬,这与郤氏虐杀善人而致灭族的因果关系在逻辑的构建上是一致的。
由此可见,《左传》在完成这一历史叙述时,反复记载郤氏灭亡的预言,反映了作者在叙述中努力表达自

己的历史解释,意欲将历史进程中的偶然性解释为必然,而时人的预言恰好给作者提供了这样的例证。这正

如柯林伍德所说的那样,历史学家在记述过往的历史事件时,并不能观察到事件发生的场景,而只能借助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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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修订本)》第3册,第846页。
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修订本)》第3册,第939-940页。
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修订本)》第3册,第958页。
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修订本)》第3册,第979-9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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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信息因果链条”,指的是“把证据和猜想的事件联系起来,或者把后来文本的共同原因和联结点得以发现的证据联系起来”。参见:塔克

尔(Tuker)《我们关于过去的知识:史学哲学》,徐陶、于晓凤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42页。



“另外某种为我们的观察所及的事物来论证它们,而这某种事物,历史学家就称之为他所感兴趣的那些事件

的‘证据’”①。《左传》正是利用了郤氏家族的相关证据来证明其预设历史解释的正确性,同时回避了对那些

与其预设历史解释相抵牾的证据的解释。比如,《左传》并不解释郤氏家族是如何壮大的,也并不解释宋国华

氏家族为什么没有灭亡。
综上,对于《左传》的历史书写与历史解释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其一,作者对于某些历史事件作出的解释,

并不是基于对史事的归纳而得出的,而是源自作者自身本来的价值判断,而这样的价值判断在作者准备历史

书写之前即已存在;其二,作者在历史书写时,将自己的价值判断作为预设的目标来开展对史料的编纂,是在

尊重客观事实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个人的主观意识,其历史解释的形成必求有事实为依据,体现了史家的职业

素养;其三,作者以叙述客观事实(虽然这个“客观”存在一定的片面性,但作者不会因个人的主观意志而篡

改)的方法,来探究世卿存亡的原因,具体来说,就是通过对世卿阶层相关史料的详略处理,向读者传递其价

值观,表达历史认识,形成历史解释。
二 《公羊传》:对《春秋》模糊叙述的历史解释

与《左传》相比,《公羊传》对世卿的历史书写较少,并且其历史解释的方式也并不依托史料,而是以解经

方式形成的。从以下两个方面,可以看出其历史解释的特点。
(一)对《春秋》经“尹氏”“崔氏”的解释

《春秋》隐公三年,“夏,四月辛卯,尹氏卒。”《公羊传》曰:“尹氏者何? 天子之大夫也。其称尹氏

何? 贬。曷为贬? 讥世卿。世卿,非礼也。”②

《春秋》宣公十年,“夏四月……己巳……齐崔氏出奔卫。”《公羊传》曰:“崔氏者何? 齐大夫也。
其称崔氏何? 贬。曷为贬? 讥世卿。世卿,非礼也。”③

《公羊传》对“世卿”这一概念的理解,不可能脱离《左传》或者各国史书所提供的史料而臆想。但在历史

解释上,则与《左传》作者迥然不同,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将“世卿”作为一个整体来认识,而不讨论这一阶

层中各个个体的差异性;第二,所谓“《春秋》讥世卿”的解释,并不是依据客观事实进行推理,而是脱离了史料

构建成的“信息因果链条”,也就是说,“讥世卿”是《公羊传》作者的思想,而非《春秋》的思想。《春秋》的历史

书写,不过是《公羊传》作者为阐发个人观点而任意选择的一个依托,而非切实可靠的凭证。
以上认识的不合理处在于,春秋时期的世卿人物,既有华督、庆父这类弑君作乱者,又有子产、叔向这些

国之贤良,许多世卿人物并不能简单地从道德上定义为“君子”或“小人”。因此,用绝对的“善”或“恶”、“讥”
或“褒”给这一阶层作出总体评价,都是不合常理的。但《公羊传》何以得出《春秋》“讥世卿”以及“世卿,非礼

也”的结论呢? 何休的注释作了说明:“礼,公卿、大夫、士,皆选贤而用之。卿、大夫任重职大,不当世。为其

秉政久,恩德广大,小人居之,必夺君之威权。故尹氏世,立王子朝。齐崔氏世,弑其君光。”④结合《公羊传》
的全部书写来看,何休的注解无疑道出了《公羊传》作者真实的创作意图。

作者认为,世卿是春秋时代政治分裂的根源,正是由于卿大夫世袭破坏了政治的统一,削弱了君主的权

威,因此对贵族世袭制提出了批判。并且,作者将“世卿,非礼也”这一认识作为解经的原则,这同样是一种预

设的历史解释。作者阐明这一历史解释的方法,是利用了《春秋》叙述的模糊性,将认识主体的个人意志强加

到对经文的解读中,从而制造了一种看似能够证明自己所预设的那个历史解释的一组证据链。因此,所谓

“讥世卿”与“世卿,非礼”,都是《公羊传》的历史观,而非《春秋》的历史观。
当然,《公羊传》及其注家“讥世卿”历史观的形成,从形式上看并不是无根之水,无本之木,而是在对《左

传》中弑君者“崔氏”这类世卿的同类事实归纳中得出的,似乎是合理的。但是,这种归纳是有选择性的、片面

的,忽略了世卿阶层中在政治上有积极作为的那一群人,其意图是阐明具有时代特征的君臣大义,也就是《公
羊传》作者所预设的那个历史解释。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春秋》的作者,在作“尹氏卒”、“齐崔氏出奔卫”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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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的叙述时,并不认为这是模糊的。至少,我们不能确定《春秋》的作者是否有意要作这样模糊的叙述,从而

制造微言大义。而《公羊传》作者在作解释时,则是有意从《春秋》的这一历史叙述方式中提炼出一种价值判

断并加以肯定。如果参照《公羊传》作者对“氏”的另外解释,则更可以印证这一推论。
《春秋》隐公二年,“无骇帅师入极。”《公羊传》曰:“无骇者何? 展无骇也。何以不氏? 贬。曷为

贬? 疾始灭也。”①

前引《公羊传·隐公三年》之说,曰:“其称尹氏何? 贬。”而此处又说:“何以不氏? 贬。”则《春秋》对于世

卿,称“氏”亦贬,不称“氏”亦贬,这在逻辑上就自相矛盾了。这不是《春秋》经自身的矛盾,而是《公羊传》作者

在利用《春秋》作为证据时而产生的矛盾。因此,《春秋》称“氏”与否,对于《公羊传》作出历史解释并无任何影

响。无论《春秋》用怎样的措辞,《公羊传》都可以通过将《春秋》历史叙述模糊化,来完成自己最初预设的历史

解释。作者在构建证据的因果信息链时,并不是要复原《春秋》经的本义,而只是借助《春秋》来完成对自己预

设的历史解释的论证。
正如朱熹所质问的那样:“人道《春秋》难晓,据某理会来,无难晓处。只是据他有这个事在,据他载得恁

地。但是看今年有甚么事,明年有甚么事……只是恁地。而今却要去一字半字上理会褒贬,却要去求圣人之

意,你如何知得他肚里事!”②

(二)关于“大夫之义不得世”的解释

《公羊传》认为世袭是当讥贬的,在其另外一段的历史解释中也体现出这一思想,这就是“大夫之义不得

世”。鲁昭公三十一年,邾娄国大夫黑弓带着封邑滥(邑名)叛逃至鲁国。
《春秋》昭公三十一年,“冬,黑弓以滥来奔。”《公羊传》曰:“文何以无邾娄? 通滥也。曷为通滥?

贤者子孙,宜有地也。贤者孰谓? 谓叔术也。何贤乎叔术? 让国也。……通滥则文何以无邾娄?
天下未有滥也。天下未有滥,则其言以滥来奔何? 叔术者,贤大夫也。绝之则为叔术。不欲绝,不
绝,则世大夫也。大夫之义不得世,故于是推而通之也。”何休注曰:“叔术者,贤大夫也。如不口系

邾娄,文言‘滥黑弓来奔’,则为叔术贤心,不欲自绝于国。……如口不绝邾娄,文言‘滥黑弓来奔’,
则嫌氏邑,起本邾娄世大夫。”③

黑弓为邾娄贤大夫叔术之后裔,其家族存在事实上的世袭。但至于何休何以由“黑弓以滥来奔”看出《春
秋》有“大夫之义不得世”之意,传、注文字颇难读通。近有学者解云:“何氏之意,经书‘黑弓以滥来奔’,传家

读作‘邾娄黑弓以滥来奔’,文无‘邾娄’二字,口读却有之。何以如此? 案《春秋》新通滥为国。不得直言‘滥
黑弓来奔’,若直言‘滥黑弓来奔’,则滥之为国,与邾娄相绝,此非叔术本意,叔术贤,其本意不欲自绝于国也。
若言‘滥黑弓来奔’,且口系于邾娄,读作‘邾娄滥黑弓来奔’,则滥是邾娄之邑,‘滥黑弓’乃以邑为氏,如齐崔

杼例,然大夫以邑为氏,又有世大夫之嫌,此亦非叔术之意。是知文言‘滥黑弓来奔’,不论口系邾娄以否,皆
不得叔术本意,注云‘文不可施’,谓此也。”④也就是说,《春秋》将邾娄国的滥邑视为独立一国,因此不书“邾
娄黑弓以滥来奔”,传《春秋》的经师为了让学生明白经义,在诵读时加上“邾娄”二字。既然将滥视为一国,为
何不直说“滥黑弓来奔”呢? 是因为如果加上“滥”字,要么意味着与邾娄国断绝关系,要么意味着大夫以邑为

氏,世袭封地,这是不符合“大夫之义”的,因为大夫之义不得世袭。因此,如果说“滥黑弓来奔”,就“文不可

施”了。结合《公羊传》上下文,这一解释最为恰当。
“黑弓以滥来奔”,本是寻常的历史叙述语句。《公羊传》同样是通过对“滥”的模糊化解读,使这一叙述成

为“大夫之义不得世”的证据。事实上,春秋时代之卿大夫,无论是政治伦理上,还是思想观念上,其封邑皆可

世袭。而《公羊传》对《春秋》历史叙述的解释,是有违春秋时代历史事实的。赵光贤就曾指出:“(世卿)世袭

地享有卿的政治地位,执掌政权。本来封建政治是封建贵族的专政,当然他们的卿士地位是会世袭下去的,
这是没有什么奇怪的。可是《公羊传》却提出《春秋》‘讥世卿’的说法,说:‘世卿,非礼也’。他不懂得世卿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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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周礼的根本。”①但《公羊传》的解释对后世的影响却是巨大的。如《谷梁传》隐公三年:“尹氏者,何也? 天

子之大夫也。”范宁《集解》曰:“尹氏时在职而诏鲁人之吊者,不书官名,疑其讥世卿。”②

宋代孙复作《春秋尊王发微》,则将“讥世卿”发挥到极致。《春秋》隐公元年:“公子益师卒。”《公羊传》解
释为:“何以不日? 远也。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③《谷梁传》解释为:“大夫日卒,正也;不日卒,
恶也。”④《左传》解释为:“众父(益师)卒,公不与小敛,故不书日。”⑤三传都是从日期上去解释《春秋》这句话,
但孙复的解释却与三传全不同:“益师,孝公子,内大夫也。内大夫生死皆曰公子、公孙与氏,不以大夫目之

者,恶世禄也。古者诸侯之大夫皆命于天子,周室既微,其制遂废。故鲁之臧氏、仲孙氏、叔孙氏、季孙氏……
皆世执其政,莫有命于天子者。此可谓世禄者矣。”⑥孙复舍传求经,同样是通过对《春秋》历史叙述的模糊化

解释,得出所谓“恶世禄”,实属“讥世卿”之旧调新词,只是为了合其尊王之意,在思想和方法上是与《公羊传》
一脉相承的。

以上观点,显然是受到《公羊传》的影响,其用意在于强调君臣关系的绝对性。《公羊传》的历史解释,舍
《左传》而祖《春秋》,通过对《春秋》叙述的模糊化解释,来为其“讥世卿”的历史观寻找证据链,其影响不仅及

于经学,而且波及后世的历史书写。
三 作为乱臣贼子的世卿:一种割裂整体叙述的历史解释

秦汉以后,由于中央集权体制的巩固,多层级的君臣关系变成了单一的君臣关系,因此君臣大义成了思

想家永恒的主题。为了凸显君臣之义,学者有关世卿阶层的书写与解释,往往又舍《左传》而宗《公羊》。
汉代公羊学的兴盛,使“大一统”思想达到了无以复加的高度,而“讥世卿”一说正是与“大一统”相呼应

的。故汉代学者特别强调君臣之分,贬斥春秋世卿对君权的削弱。董仲舒说:“观乎世卿,知移权之败。”⑦司

马迁作《史记》,最受董仲舒影响,故曰:“《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

可胜数……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

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

《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⑧太史公之论,亦并不从历史的进步性看待世卿,其公羊学色彩是

很明显的,并成为汉代的主流认识。张敞治《春秋》认为:“仲尼作《春秋》,迹盛衰,讥世卿最甚。”⑨魏相又说:
“《春秋》讥世卿,恶宋三世为大夫,及鲁季孙之专权,皆危乱国家。”汉人所持议论,其论据源于《左传》,而论

点则有悖于《左传》,同于《公羊传》。且看《左传》两段文字,以见作者对世卿的态度。
(文公七年)(宋)昭公将去群公子,乐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叶也;若去之,则本根无所庇

荫矣。葛藟犹能庇其本根,故君子以为比,况国君乎? 此谚所谓‘庇焉而纵寻斧焉’者也。必不可。
君其图之! 亲之以德,皆股肱也,谁敢携贰? 若之何去之?”

(襄公五年)季文子卒。大夫入敛(殓),公在位。宰庀家器为葬备,无衣帛之妾,无食粟之马,无
藏金玉,无重器备,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于公室也。

从以上《左传》作者所引和所叙述的文字来看,他并不因世卿专政而否定其在历史上的积极意义。宋国

群公子之为大夫,鲁国季氏之为宰辅,始终是维持君主统治的重要倚靠力量,是维持国内政治稳定的重要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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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是春秋社会特定历史环境下的产物。一旦国内世卿共政的局面遭到破坏,必将带来更大的内乱。这一点

是得到《左传》作者肯定的。
然自汉以后历代学者无论对三传持怎样态度,在“讥世卿”的认识上始终承袭《公羊传》的观点。有清一

代则是对公羊学历史观的总结阶段。清代学者对于世卿的批判与其《春秋》学研究相始终,无论是史书编写,
还是经学论战,世卿总是各家矛头所指。例如对于鲁国世卿季孙氏,高士奇《左传纪事本末》说:“故鲁之削,
成于三桓,而季为之魁,宿(季武子)及意如(季平子)不容诛。”①朱骏声《春秋乱贼考》则将季氏归为“乱贼”②。
但《左传》昭公二十七年却是这样评价鲁国季氏的:“鲁君守齐,三年而无成。季氏甚得其民,淮夷与之,有十

年之备,有齐、楚之援,有天之赞,有民之助,有坚守之心,有列国之权,而弗敢宣也,事君如在国。”③可见,清
人的这些说法与《左传》所记载的春秋时代观念大相径庭。

自汉至清的经、史学者,无不从《左传》中认识历史上的世卿,但受“讥世卿”一说影响,产生了两种不同于

《左传》的认识。
其一,对春秋时期君臣关系的非历史主义解读。与秦汉以后中央集权制下单一的君臣关系不同,春秋时

期的君臣关系是多层次的,不同层级的封君与封臣构成不同层级的君臣关系。天子与诸侯、诸侯与世卿、世
卿与家臣皆可称君臣。如果说世卿对于诸侯为乱臣贼子,那么诸侯之于天子,家臣之于世卿,又何尝不是呢?
且从“尊王”之义出发,世卿对国君的绝对忠诚,恰恰是对天子的一种分权,公羊家仅就诸侯与世卿这一组君

臣关系来讨论“讥世卿”的历史价值,显然是片面的。且世卿叛诸侯,恰恰削弱了诸侯对天子的分权,客观上

是有利于周王室的。因此,就“讥世卿”这一观点论证的整体过程来看,反而是与其“尊王”之义相背离的。在

君臣关系中,周礼也并不只强调臣的义务与责任,而是君臣对等地履行职责和义务,这也是周人的观念。《左
传》隐公六年:“郑伯如周,始朝桓王也。王不礼焉。周桓公言于王曰:‘我周之东迁,晋、郑焉依。善郑以劝来

者,犹惧不蔇,况不礼焉? 郑不来矣!’”④故《论语》云:“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⑤《左传》作者是能够以历

史的态度来看待这个问题的,故《左传》宣公四年有“凡弑君,称君,君无道也;称臣,臣之罪也”⑥的评述,而
“讥世卿”一说不仅脱离了《左传》的叙述,更违背了客观历史事实。

其二,片面强调世卿阶层在历史上的消极意义。公羊家论证“讥世卿”一说,仅从《左传》的历史书写中抽

取世卿独立分权、擅行废立的事件作归纳,以证世卿之“世”对政治的分裂。这样的经学历史观蔓延到史学领

域,其影响不可谓小。顾栋高《春秋大事表》即说,国家大患,莫乎世卿,“世卿之祸小者,淫侈越法,陨世丧宗。
或族大宠多,权逼主上,甚者厚施窃国,陈氏篡齐,三家分晋。故世卿之祸,几与封建等。”⑦但对于郑国子产、
宋国向戌等世卿人物,在政治改革、弭兵等方面的积极意义则是有选择地回避了。实际上,在重视血缘关系、
推崇亲亲以相及的周代社会,作为各个家族领袖、受过良好教育的世卿,不仅是维护周代社会政治秩序的中

坚力量,而且也是社会进步的推动力量。齐国田氏、鲁国季氏、晋国三卿之统治策略较旧式君主更有历史的

进步意义,这是作为记录世卿最早且最完备的史料《左传》所呈现的客观史事;但在“讥世卿”经学历史观的支

配下,汉代以后学者对世卿均以乱臣贼子视之,这是在《左传》的整体叙述中抽取部分构成历史解释的证据,
与《左传》的历史叙述并不是在同一个维度上的对话与阐释。

四 结语

春秋战国之际,由分封制走向中央集权是一种历史的必然趋势。在这一过程中产生的一系列政治变动,
乃是由分封制本身的特点所决定的。各个阶层在社会剧变中所担当的角色皆是历史的选择,世卿作为政治

变革的中坚力量,在打破旧制度的过程中被记录最多。

551

唐明亮 《春秋》经传对世卿阶层史事的历史书写与解释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高士奇《左传纪事本末》第1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14页。
朱骏声《春秋乱贼考》,《续修四库全书》第1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25页。
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修订本)》第5册,第1654页。
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修订本)》第1册,第55-56页。
刘宝楠《论语正义》,高流水点校,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16页。
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修订本)》第3册,第741页。
顾栋高辑《春秋大事表》,吴树平、李解民点校,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1203页。



《左传》、《公羊传》作者以及秦汉以后的儒者,都是在预设的一种历史解释下对世卿阶层展开叙述,并且

都按照各自预设的历史解释编排史料,形成证据,只是在如何建立证据链的问题上存在差异。《左传》作者并

非将世卿阶层作为一个整体来评价,而是在具体的历史事件中认识每一个人物,是从历史事件的特殊性中来

阐释自己的历史认识。从形式上看,《左传》作者的历史解释是完全遵循客观事实的。但关于世卿在文献中

所呈现出的史料,也是由《左传》作者来完成书写的。当历史书写与历史解释由同一认识主体完成时,叙述的

客观性必然也会受到认识主体所预设的历史解释的影响。因此,在史料的编纂上,作者朝着自己所预设的历

史解释方向进行详略书写的主观性是很明显的。《公羊传》与汉代以后的学者对于世卿阶层的认识,不可能

脱离《左传》所提供的史料而凭空想象,但在历史解释时又都脱离了《左传》的叙述而另立新论,即“《春秋》讥
世卿”和“世卿非礼”。新认识的论据,《公羊传》是通过对《春秋》叙述的模糊化解释来完成的,而汉以后的学

者则是通过从《左传》的整体叙述中抽取部分(主要是世卿违礼、弑君、道德败坏等方面的例子)来完成的。
由此可以看出,在《左传》和《公羊传》历史解释的形成过程中,认识主体的个人意识才是历史解释的原

点。文献记载乃至最客观的历史事实,只有在认识主体完成预设历史解释的过程中,才被按照一定方式编

纂,成为证据。不过,史学的解释是史家意识与客观事实之间的张力呈现,是在历史书写的叙述中完成的,出
于职业规范,其主观性的发挥不得不受到事实客观性的制约。而经学的历史解释主观色彩更浓,其指向论点

的各种论据,不过只是在史学作品中片面地摘录部分例证来构建在逻辑上看似成立、实际上完全不顾史料原

貌的一组证据链而已。然而,经学的历史解释方法,可以给后来者提供更广阔的发挥空间。并且,“讥世卿”
的历史观更能契合后世大一统时代的政治需要,因而更容易被接受且产生深远影响。因此,《左传》与《公羊

传》对世卿阶层的历史书写与解释,为理解中国古代经学与史学在认识论形成路径上的差异提供了一个视

角。

[责任编辑:凌兴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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